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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视角，采用跨国投入—产出分析与结构分解方法，可以探究中国与美国在就业
方面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中美两国就业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技术—分工变化和最

终需求变化的影响都是正面的。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变化，美国则主要来源于技术—分工变

化。无论是最终需求变化还是技术—分工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要决定因素是中美两国的各自国内因素。综合

来看，中美两国对彼此就业的贡献基本是正面的，但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以及劳动力特征和行业的异质性。中

美两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方式显著影响两国的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当前中美两

国的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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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８年以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对中国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涉及的贸易额超过两国
贸易总额的 ５０％以上。① 虽然不同学者对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动机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试图
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回流，增加国内就业。② 美国潜意识地认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偷走”了他们的就

业。但事实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理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

也有助于彰显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网络的视角，研究中美两国如何相互影
响各自的就业增长，也就是分别估算中国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以及美国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然后，通过计量回

归分析进一步探讨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影响就业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的机制。
我们采用跨国投入—产出分析与结构分解方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ＤＡ），把特定国家的就业

变化分解为劳动力投入系数 （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倒数）变化、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三个因素的贡献，

然后进一步对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进行国别分解，从而识别来自不同伙伴经济体的贡献。

实证结果显示，在此次贸易摩擦之前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③，中国与美国的就业总人数分别增加了 １４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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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关税战不仅针对中国，还针对加拿大、欧盟、日本等盟友以及其他非盟友经济体。比如，２０２５年 ４月 ２日，特朗普
宣布 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将面临 １０％—５０％的对等关税税率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 ｒａｔｅｓ）。
Ｂｅｋｋｅｒｓ牞 Ｅｄ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ｉａ 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牞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牞  ＷＴＯ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ＥＲＳＤ２０２００４牞 ２０２０
我们之所以选择 ２０１８年之前的年份数据，主要是想观察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动机是否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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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１４４５万人。中国农林牧渔业就业减少而服务业就业增加，美国所有行业的就业均有所增加且以服务业为
主。中国的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下降，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上升。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低技能

劳动力就业减少。

两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各自就业的减少，但技术—分工变化和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都是正面的。中

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美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分工变化的贡献。无论是

技术—分工变化还是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要决定因素是各自国内因素而非国外因素。在技术—分

工变动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方向相反；在最终需求变动方面，中美两国

对彼此就业的贡献都是正面的。综合来看，中美两国对彼此就业的贡献基本是正面的，但存在一定的非对称

性以及劳动力特征和行业的异质性。

回归分析显示，经济体 ／行业的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方式，并因劳动力教
育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以上游度指数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较高技能
劳动力的就业，但会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以下游度指数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衡量的 ＧＶＣ 参与程度的提
高会显著增加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增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高、中技能

劳动力就业增长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却趋于下降，而中国则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高、中技能劳动

力就业的更大幅度增长。具体地说，美国主要是以向下游经济体 ／行业提供中间品 （美国总产出中的中间品占

比较高）、从上游经济体 ／行业购买最终品 （中间投入占美国总投入中的比重较低）的方式参与ＧＶＣ网络分工
的，因此美国产出规模的扩大必然有利于增加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但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中国

主要是以从上游经济体 ／行业购买中间品 （中国总投入中的中间投入占比较高）、向下游经济体 ／行业提供中
间品和最终品 （中国总产出中的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占比都较高）的方式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因此中国产
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本文的研究与三支文献密切相关。首先是关于中国效应或中国冲击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ｃｋ）的研究。一类研究对
中国效应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比如，Ｖｉａｎｎａ、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等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
发挥着积极作用①；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ｏ发现，中国出口廉价且多样化的产品而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福利的增加②；

Ｗａｎｇ 等使用投入—产出变量拓展了 Ａｕｔｏｒ 等的回归分析，发现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为
正，中美贸易并未导致美国整体失业率的上升。③ 但另一类研究关于中国效应的结论则是消极负面的。比如，

Ａｕｔｏｒ等、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ｓａｈａｒａ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的就业特别
是制造业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即所谓的中国综合征，Ｃｈｉｎ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④ 本文则从 ＧＶＣ网络的视角，探讨中
美各自对对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只是从单一国家的角度分析单边效应。此外，我们还关注双方所有行

业的就业，而不限于已有文献通常关注的制造业就业。更进一步地，我们将双方的劳动力区分为高、中、低

三种不同技能教育水平，以探讨就业效应的异质性。这从国家之间在就业方面相互作用的角度丰富了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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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特征的研究。①

其次，本文采用非参数的结构分解方法 （ＳＤＡ），并将之拓展至 “多国—多行业”场景，从而能够运用

跨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跨国分析。② 采用跨国的结构分解方法可以把就业增长分解为劳动力投入系数 （即

劳动生产率的倒数）变化、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三个因素的贡献，并进而对后两个因素的贡献进

行国别分解，评估来自不同经济体的贡献。已有文献虽使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跨国分析，但重点关注

最终需求因素。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也为现有关于技术如何影响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

的素材。③

最后，本文的工作还与 ＧＶＣ的研究息息相关。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经济从原来的主要基
于工厂 ／行业的 “旧范式”分工与竞争转变为主要基于任务 （ｔａｓｋ）的 “新范式”分工与竞争。④ 这种新型的

ＧＶＣ网络分工模式及其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⑤ 李昕和徐滇庆、程大中
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程度、地位与作用。⑥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不同类型
劳动力的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 ／行业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方式。这也是从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
的角度进一步探究现有文献所关注的劳动力技能偏向型跨国技术差异问题。⑦

二、中美两国价值链关联与就业变化：事实与问题

我们主要使用 ＯＥＣＤ数据，包括 ＩＣＩＯ、ＴｉＶＡ、ＴｉＭ和 ＴｉＭＢＣ等几个数据集。该数据涵盖中国、美国等 ６０
个经济体以及 １７个行业。我们使用实际就业总人数来衡量劳动力要素投入，并将其划分为三种不同技能教育
水平。⑧

首先从后向关联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的角度观察中美两国之间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关联关系。⑨ 图 １ （１）
和 （２）显示，中美两国均为世界增加值的最重要提供者 （国外使用的、来自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占比均在第

８０百分位以上），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包括亚太、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瑏瑠 同时，中美两国作为其他
经济体增加值提供者的重要性要高于作为使用者的重要性 （图 １ 显示两国对应的行向比重明显高于列向比
重）。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国作为其他经济体所用增加值的提供者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从全球总体看，大多数经
济体之间以增加值衡量的相互关联性在不断增强 （图中黑色区域面积要大于白色区域面积），这一现象在北美、

东亚以及中东欧地区尤为明显，即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经济体包括中美两国正在深度地融入 ＧＶＣ网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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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篇幅限制，本文仅研究三种技能教育水平。关于三种技能职业的分析结果与之类似，供备索。

基于后向关联的增加值测算与特定行业和产品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案例研究相仿。我们也可以观察前向关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这则
与贸易的要素含量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有关。
德国和日本也是世界增加值的重要提供者，德国主要面向欧洲，包括西欧、中东欧地区；日本则主要面向亚太和北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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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增加值关联：２０１０年 （２）增加值关联：２０１６年

（３）增加值关联：变化

图 １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增加值关联及其变化

　 注：仅考虑国外占比 （％），对角线数值 （本国占比）为 ０。增加值关联是以出口最终品为例。ｐ０、ｐ２０、ｐ４０、ｐ６０、ｐ８０、ｐ１００分别表
示第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百分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相应的数值与之对应。“变化”指 ２０１６年数值减去 ２０１０年数值；如果差值为正即表
示上升并设定为 １ （黑色区域），否则为 ０ （浅色区域）。ＣＨＮ、ＵＳＡ 分别代表中国、美国，其他国家代码备索。为了突出起见，子图
（１）和 （２）仅列出少数几个经济体。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制作而成。

　 　 其次观察中美两国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将样本行业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及公用事业、制造
业、建筑业、服务业五大类。① 图 ２显示，在总产出中，中国的制造业占比最高，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６年分别占总
产出的 ５１ ５６％和 ４７ １４％；服务业次之，占比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 ３７％上升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３０ ６４％。美国的服务业占
比最高，２０１０年占总产出的 ７０ ９３％，２０１６年进一步上升至 ７３ ９６％。在总就业中，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农林牧渔业
和服务业占比较高，都接近 ４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升高。样本期间内，美国的
服务业占比均达 ８０％。因此，美国是一个服务业主导的国家 （服务经济社会）②，而中国则逐步从一个制造业

２４

①

②

根据联合国 ＥＢＯＰ 统计，建筑业被划归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统计中，建筑业与工业 （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供水）

属于第二产业。更细的行业数据分析备索。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的兴起对其自身就业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较多文献对此进行了讨论。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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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如何相互影响就业增长

和农业主导的国家转向服务业。

如果将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三种技能教育水平，则中美两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基本相同，

即服务业吸收了 ７０％以上的高技能劳动力，其次是制造业。从趋势看，中国服务业吸纳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在上升、制造业在下降；美国服务业吸纳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变动较小，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在下降。

中美两国中技能劳动力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最高，分别在 ６０％和 ８０％左右；其次是制造业 （分别约占 ３０％、
１０％）。从趋势看，中国服务业吸纳的中技能劳动力占比在上升、制造业在下降；美国服务业吸纳的中技能劳
动力占比变动较小，制造业中技能劳动力占比在下降。然而，中美两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差异巨

大。美国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第一大产业是服务业 （占比 ６５％左右），其次是建筑业与制造业；而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则是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最多的产业 （占比 ５５％左右，但趋于下降），到了 ２０１６年服
务业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占比逐渐增加并略超过农林牧渔业 （占比 ４０％左右），制造业吸纳的低技能劳
动力占比接近 ２０％。

（１）总产出占比 （％） （２）总就业占比 （％）

（３）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 （％） （４）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 （％）

（５）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 （％）

图 ２　 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比较：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从就业变化来看 （见表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国的总就业增加了 １４０万人。其中，建筑业与服务业就业分
别增加 ８７４万人和 ６７１０万人，但农林牧渔业、采掘及公用事业、制造业的就业则分别减少了 ７０２３ 万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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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万人和 ３９０万人。美国总就业增加了 １４４５万人，而且所有行业就业均有所增加，其中服务业就业增幅最大
（达 １２３２万人），采掘及公用事业就业增加得最少 （约 ２万人）。分教育水平看，中国的高、中技能劳动力就
业趋于下降，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在上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减少约 ２２６７万
人）；中技能劳动力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 （减少约 １３７９万人）。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趋于增加，并
且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在减少，主要发生在建筑业和服务业。在样本时期里，中美两国

的就业变化虽然呈现相同的增加趋势，但美国的增幅要高于中国；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呈下降趋势，

与美国相反。那么，这是否暗示：在如前所述的 ＧＶＣ网络分工背景下，随着中美两国价值链与产业链关联关
系的加深，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就业影响进一步加深？本文将探究这一问题。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美两国分行业的就业变化

总变化 高技能 中技能 低技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农林牧渔业 －７０ ２３ ０ １８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５ ９０ ０ ０４ －６４ ２４ ０ ０１
采掘及公用事业 －０ ３１ ０ ０２ －１ ５９ ０ １１ －０ ９６ －０ ０９ ２ ２４ ０ ００
制造业 －３ ９０ ０ ７９ －６ ６３ ０ ６８ －１３ ７９ ０ ２１ １６ ５２ －０ １０
建筑业 ８ ７４ １ １３ －２ １７ ０ ４１ －０ ５７ ０ ５７ １１ ４８ ０ １６
服务业 ６７ １０ １２ ３２ －２２ ６７ １０ ８７ －３ ９８ １ ６５ ９３ ７４ －０ ２０
合计 １ ４０ １４ ４５ －３３ １４ １２ １９ －２５ ２０ ２ ３８ ５９ ７４ －０ １３

　 注：变化单位为百万人。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数据计算而得。

三、分析方法

本文探讨国家之间在就业方面相互影响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基于跨国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方法

（ＳＤＡ）。假定有 Ｎ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 Ｓ个行业。令 ｅｔｉｊ 表示 ｔ 时经济体 ｉ 的行业 ｊ 的直接劳动力投入系
数，即等于单位产出的就业。令劳动力投入系数列向量的转置为：①

（ｅｔ）′＝［ｅｔ１１，…，ｅ
ｔ
ＮＳ］ （１）

于是，与 ｔ时总产出向量 Ｘｔ 相关的经济体—行业水平上的就业向量为：

Ｅｔ ＝ ｅ^ｔＸｔ ＝ ｅ^ｔＬｔｆｔ （２）

其中，Ｘｔ ＝Ｌｔｆｔ。ｅ^ｔ 为劳动力投入系数列向量的对角矩阵，ｆｔ 为最终使用向量。Ｌｔ ＝ （Ｉ－Ａｔ）－１ 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

阵，且 Ｉ为单元矩阵、Ａｔ 为技术系数 （或称投入—产出系数、直接投入系数）矩阵。那么，从时间 ｔ０ 到时间
ｔ１，就业变化的向量为：

ΔＥ＝Ｅ
ｔ１－Ｅｔ０ ＝ ｅ^ｔ１Ｌｔ１ｆｔ１ －ｅ^ｔ０Ｌｔ０ｆｔ０ （３）

根据对两个以上乘积项进行加法分解的方法，我们可将公式 （３）进一步分解为：

ΔＥ＝
１
２
（Δｅ^ｔ）（Ｌ

ｔ０ｆｔ０＋Ｌｔ１ｆｔ１）

         

（１）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的影响

＋ １
２
［ｅ^ｔ０（ΔＬ）ｆ

ｔ１ ＋ｅ^ｔ１（ΔＬ）ｆ
ｔ０］

         

（２）技术—分工变化的影响

＋ １
２
（ｅ^ｔ０Ｌｔ０＋ｅ^ｔ１Ｌｔ１）（Δｆ）

       

（３）最终需求变化的影响

（４）

公式 （４）表明，特定经济体—行业的就业变化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劳动力投入系数的变化。由于劳动力投入系数的倒数是劳动生产率，因此这一项衡量的也是劳动生

产率变化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可能是：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劳动者教育和技能的提升，从而

单位产出所用的劳动力减少。

４４

① 按照惯例，粗体字母表示向量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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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技术—分工的变化，也就是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的变化。由于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的计算是基于技术系数矩阵

Ａｔ 的元素 ａｔｉｊ ＝
中间投入

总投入C o，因此这一项也表示经济体—行业之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联关系以及分工程度。
专业化分工本身意味着要素配置效率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的变化，隐含着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价格的市场化
决定。此外，这一项也可能反映技术效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的变化与技术变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技
术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实际生产点向生产可能性边界 （ＰＰＦ）靠拢，这可能是由于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而产生
的管理变革与产权变革；技术变迁则意味着 Ｒ＆Ｄ创新、新技术应用与推广。① 所有这些变化都可能反映经济
体—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变化。

三是最终需求的变化。最终需求或最终使用包括 （家庭和政府）消费、投资 （或资本形成）与净出口

三项。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我们将总的技术—分工变化与总的最终需求变化进一步分解为来自不同经济体

ｉ、不同行业 ｊ的贡献，因为

ΔＬ ＝ Ｌ
ｔ１ － Ｌｔ０ ＝ Ｌｔ１（ΔＡ）Ｌ

ｔ０ ＝ Ｌｔ１（∑ΔＡｉｊ）Ｌｔ０ ＝ Ｌｔ０（∑ΔＡｉｊ）Ｌｔ１ （５）

Δｆ ＝ ∑Δｆｉｊ （６）

基于以上分解，我们就可以从技术—分工与最终需求两个角度测算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对中国就业增长的

贡献，以及中国及其他经济体对美国就业增长的贡献。

四、对就业影响的评估

本部分依次从总体与不同技能劳动力两个层面，分析中美两国是如何相互影响各自就业增长的。②

（一）总体就业增长及其分解

表 ２显示，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样本期内，中美两国就业人数都是增加的，２０１６年相比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就
业人数增加了 １４０万，美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１４４５万。美国的就业人数增加值以及增幅均大于中国。对两国
就业人数的变动进行分解，可以发现：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的影响都是负的，两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各

自就业人数的下降，中国的这一趋势性影响更为显著。其次，最终需求变化的影响都是正的，中国的这一趋

势性影响更为显著。技术—分工变化的影响对于两国均为正向。在样本期内，中美两国的就业增长动力主要

是技术—分工的变化与最终需求的增长。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美两国的总体就业增长及其分解

就业变化

（百万人）

三大因素

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 技术—分工变化 最终需求变化

水平值
中国 １ ４０ －１１２８ ２０ ２３３ ４８ ８９６ １２
美国 １４ ４５ －２６７ ３５ ２２５ ９０ ５５ ９０

标准化值
中国 １ ００ －８０５ ８６ １６６ ７７ ６４０ ０９
美国 １ ００ －１８ ５０ １５ ６３ ３ ８７

　 注：标准化值是指将就业增长人数标准化为 １个单位 （百万人）。

接下来将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进一步分解为来自不同经济体的贡献，结果如表 ３所示。在技
术—分工变化的贡献方面，中国源自自身的贡献为 ８３ １２％、源自美国的贡献占 ９ ６２％、源自世界其他地区的
贡献合计占 ７ ２６％；在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方面，源自美国的贡献占 ２ ２８％、源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合计
为－４ ５６％，因而中国对全球有净的贡献。③ 对于美国，技术—分工变化对就业增长的贡献为正，自身的原因

５４

①

②

③

Ｃｏｅｌｌｉ牞 Ｔｉｍｏｔｈｙ牞 Ｄｏｄｌａ Ｐｒａｓａｄａ Ｒａｏ牞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ｔｔｅｓｅ牞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牞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牞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牞 Ｉｎｃ牞 ２００５
限于篇幅，关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备索。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贡献超过 １００％，则意味着其他经济体的贡献为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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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７０ ８９％、世界其他地区合计占 ３０ ８４％，而中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技术—分工变化对美国就业增长的
正向影响，贡献为－１ ７３％；最终需求变化对美国就业增长的贡献为正，其中源自美国自身的贡献占 ８１ ７５％、
源自中国的贡献占 ２５ １７％、源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合计为－６ ９２％。以上结果表明，无论是技术—分工变
化还是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增长的影响，首要决定因素是各自国内因素而非国外因素。不同的是，相比美国，

中国的国内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了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在技术—分工变动方面，

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方向相反；在最终需求变动方面，中美两国对彼此就业的

贡献都是正面的。

表 ３　 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来源分解

技术—分工变化的贡献来源 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来源

世界 中国 美国 其他 世界 中国 美国 其他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就业变化
中国 ２３３ ４８ １９４ ０８ ２２ ４６ １６ ９４ ８９６ １２ ９１６ ５７ ２０ ４５ －４０ ９０
美国 ２２５ ９０ －３ ９０ １６０ １３ ６９ ６７ ５５ ９０ １４ ０７ ４５ ７０ －３ ８７

份额
中国 １００ ８３ １２ ９ ６２ ７ 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２ ２８ ２ ２８ －４ ５６
美国 １００ －１ ７３ ７０ ８９ ３０ ８４ １００ ２５ １７ ８１ ７５ －６ ９２

　 注：“其他”表示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对中国 （美国）的贡献等于中国 （美国）自身的贡献加上美国 （中国）的贡献，再加上世界其

他地区的贡献，即第 （１）列＝第 （２）列＋第 （３）列＋第 （４）列。

（二）劳动力的异质性

如表 ４所示，中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趋于下降，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最为突出。美国则相反，
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最为突出，占总增长人数的 ８４ ４％。

进一步的因素分解表明，中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下降主要是由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 （劳动生产率提

高）驱动的，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为正且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的负向作

用。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源自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尤其是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

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主要源自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尤其是技术—分工变化

的贡献，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是负面的；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下降是由劳动

生产率提高导致的。总之，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 （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中美两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

起到了负向作用，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均促进了中美两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增长。但劳

动力投入系数变化 （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的作用大小则有所差异：中国高、

中技能以及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受劳动生产率的主导影响而下降，中国低技能以及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

就业的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抵消了来自劳动力投入系数变化的负向作用。

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美两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增长及其分解

就业变化

（百万人）

三大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投入

系数变化

技术—分工

变化

最终需求

变化

高技能

水平值
中国 －３３ １４ －１９１ ９１ ３０ ６８ １２８ ０９
美国 １２ １９ －１１０ ５５ １００ ６７ ２２ ０７

标准化值
中国 １ ００ ５ ７９ －０ ９３ －３ ８６
美国 １ ００ －９ ０７ ８ ２６ １ ８１

中技能

水平值
中国 －２５ ２０ －２１１ ３５ ３１ ４３ １５４ ７２
美国 ２ ３９ －１４４ ７９ １１６ １１ ３１ ０７

标准化值
中国 １ ００ ８ ３９ －１ ２５ －６ １４
美国 １ ００ －６０ ５８ ４８ ５８ １３ ００

低技能

水平值
中国 ５９ ７４ －６５４ ９３ １１７ ４７ ５９７ ２０
美国 －０ １３ －１２ ００ ９ １１ ２ ７６

标准化值
中国 １ ００ －１０ ９６ １ ９７ ９ ９９
美国 １ ００ ９２ ３１ －７０ ０８ －２１ ２３

　 注：标准化值是指将就业增长人数标准化为 １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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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对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进行分解 （见表 ５）。技术—分工变化与最终需求变化对中美两国
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在技术—分工变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

增长的贡献中，源自中国自身的因素占 １０１ ８３％、源自美国的因素占 ８ ５４％、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
－１０ ３７％；在技术—分工变化对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中国自身的因素占 １０５ ３８％、源自美
国的因素占 １１ ４８％、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１６ ８６％；在技术—分工变化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
贡献中，源自中国自身的因素占 １１０ ４４％、源自美国的因素占 １３ ８２％、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
－２４ ２６％。可以看出，就技术—分工变化对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而言，中国自身的影响是主
要的。对于美国而言，技术—分工变化导致三种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美国自身，贡献约占 ７４％，
而中国对美国三种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负向作用。

再看最终需求变化的分解。对于中国而言，在最终需求变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中

国自身的因素占 １０２ ８５％、源自美国的因素占－１ ８０％、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１ ０５％；在最终需求
变化对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中国自身的因素占 １０３ ５９％、源自美国的因素占－２ １３％、源自
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１ ４６％；在最终需求变化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中国自身的因素
占 １０４ ５８％、源自美国的因素占－２ ４９％、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２ ０９％。可以看出，就最终需求变
化对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而言，中国自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抵消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

体的负面作用。综合技术—分工变化对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结论可以发现，随着劳动力教育水平

的降低，中国自身的贡献在提升，这表明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正是通过庞大的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参与国

际分工而实现的。

对于美国而言，在最终需求变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美国自身的因素占 ８１ ０１％、源
自中国的因素占 ２６ ８２％、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７ ８３％；在最终需求变化对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
的贡献中，源自美国自身的因素占 ８２ ２０％、源自中国的因素占 ２４ １７％、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
－６ ３７％；在最终需求变化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中，源自美国自身的因素占 ８２ ９７％、源自中国的
因素占 ２２ ８３％、源自其他经济体的因素合计占－５ ８０％。因此，就最终需求变化对美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就
业增长的贡献而言，美国自身的因素是主要的，中国的贡献是正向的，两者抵消了来自世界其他经济体的

负向作用。但随着劳动力教育水平的下降，中国的因素的贡献在下降，美国自身的贡献在上升。这意味

着，最终需求方面的外部因素对美国较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对美国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就

业的影响。

表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增长：贡献来源分解

技术—分工变化的贡献来源 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来源

世界 中国 美国 其他 世界 中国 美国 其他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高技能

就业变化
中国 ３０ ６８ ３１ ２４ ２ ６２ －３ １８ １２８ ０９ １３１ ７４ －２ ３０ －１ ３５
美国 １００ ６７ －１ ７０ ７４ ８４ ２７ ５３ ２２ ０７ ５ ９２ １７ ８８ －１ ７３

份额 （％）
中国 １００ １０１ ８３ ８ ５４ －１０ ３７ １００ １０２ ８５ －１ ８０ －１ ０５
美国 １００ －１ ６９ ７４ ３４ ２７ ３５ １００ ２６ ８２ ８１ ０１ －７ ８３

中技能

就业变化
中国 ３１ ４３ ３３ １２ ３ ６１ －５ ３０ １５４ ７２ １６０ ２８ －３ ３０ －２ ２６
美国 １１６ １１ －２ ０４ ８６ ３３ ３１ ８２ ３１ ０７ ７ ５１ ２５ ５４ －１ ９８

份额 （％）
中国 １００ １０５ ３８ １１ ４８ －１６ ８６ １００ １０３ ５９ －２ １３ －１ ４６
美国 １００ －１ ７６ ７４ ３５ ２７ ４１ １００ ２４ １７ ８２ ２０ －６ ３７

低技能

就业变化
中国 １１７ ４７ １２９ ７３ １６ ２３ －２８ ４９ ５９７ ２０ ６２４ ５５ －１４ ８６ －１２ ４９
美国 ９ １１ －０ １７ ６ ７７ ２ ５１ ２ ７６ ０ ６３ ２ ２９ －０ １６

份额 （％）
中国 １００ １１０ ４４ １３ ８２ －２４ 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４ ５８ －２ ４９ －２ ０９
美国 １００ －１ ８６ ７４ ３１ ２７ ５５ １００ ２２ ８３ ８２ ９７ －５ ８０

　 注：“其他”表示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对中国 （美国）的贡献等于中国 （美国）自身的贡献加上美国 （中国）的贡献，再加上世界其

他地区的贡献，即第 （１）列＝第 （２）列＋第 （３）列＋第 （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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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机制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讨论中美两国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影响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
（一）估计模型

根据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引理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ｓ Ｌｅｍｍａ），令 Ｙｋ（ω，ｘ）为企业生产 ｘ 单位产出对投入 ｋ 的条件要素需求，

成本函数 ｃ（ω，ｘ）在（ω，ｘ）处可微，且要素价格 ωｋ＞０，则 Ｙｋ（ω，ｘ）＝
ｃ（ω，ｘ）
ωｋ

。① 由此可以推出，对劳动力的需

求 （Ｅ）可以表示为工资率 （ｗ）、产出水平 （ｘ）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函数，其他因素包括经济体 ／行业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程度与方式。该函数表示成对数形式为：

ｌｎＥｉｔ ＝α０＋α１ ｌｎｗｉｔ＋α２ ｌｎｘｉｔ＋α３ ｌｎｒｉｔ＋α４ ｌｎＧＶＣｉｔ＋ηｉ＋μｔ＋εｉｔ （７）

一般来说，工资率 （ｗ）上升对就业需求产生负面影响，但产出 （ｘ）扩大会导致就业增加。其他要素
（本文主要关注资本要素）价格 （ｒ）的上升将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劳动 （即存在替代效应）。ＧＶＣ表示经济体 ／
行业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程度与方式，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参与 ＧＶＣ 网络分工是促进还是抑制
就业增长，则是下面要检验的问题。ηｉ 表示经济体 ／行业固定效应，μ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对于经济体 ／行业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程度与方式 （ＧＶＣ）的测算，我们采用现有文献经常使用的两种口
径———上游度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指数 （以下简称 ＧＶＣＯＵ）与下游度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指数 （以下简称

ＧＶＣＩＤ）。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有文献使用这些指数来反映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实际上反映的是
价值链和产业链关联 （或融合深化）程度，并不能度量微笑曲线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意义的高端 （ｈｉｇｈｅｎｄ）和
低端 （ｌｏｗｅｎｄ）。③

上游度指数是指，在其他情况给定时，如果一个行业的总产出中有较多的中间使用 （卖给其他经济体 ／
行业）、较少的最终使用 （卖给最终消费者），那么它就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 （指数越大）；反之，如果一

个行业的总产出中有较少的中间使用、较多的最终使用，那么它就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下游 （指数越小）。该

指数是基于售卖的产出是作为中间使用还是作为最终使用的量来衡量经济体 ／行业在 ＧＶＣ 生产线中的位置。
该指数≥１，指数越大，则该经济体 ／行业与其他经济体 ／行业之间在中间产品供给方面就存在越复杂 （直接和

间接）和越强烈的联系；该指数越小，则该经济体 ／行业与其他经济体 ／行业之间在中间产品供给方面就存在
越简单和越微弱的联系。当所有产出都用作最终使用而非中间使用时，该指数等于 １。该指数的计算如下：

ＧＶＣＯＵ ＝ Ｘ^
－１（Ｉ＋２Ａ＋３Ａ２＋…）Ｆ＝ Ｘ^－１ＬＬＦ＝ Ｘ^－１ＬＸ^ｉ＝Ｇｉ （８）

其中，Ｘ、Ａ、Ｆ分别表示总产出向量、直接投入系数矩阵、最终使用向量；ｉ 表示加总向量 （１的列向
量）即同一行上元素加总；Ｌ、Ｇ分别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Ｇｈｏｓｈ逆矩阵。④

下游度指数是指，在其他情况给定时，如果生产过程使用了较多的中间投入、较少的初始要素投入，那

么这一生产过程就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下游 （指数越大）；反之，如果生产过程使用了较多的初始要素投入、

较少的中间投入，那么这一生产过程就处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 （指数越小）。这一指数是基于经济体 ／行业对
于中间投入与初始要素的相对使用来衡量其在 ＧＶＣ生产线上的位置。该指数≥１，指数越大，则该经济体 ／行
业与其他经济体 ／行业之间在中间投入需求方面就存在越复杂 （直接和间接）和越强烈的联系；该指数越小，

则该经济体 ／行业与其他经济体 ／行业之间在中间投入需求方面就存在越简单和越微弱的联系。当所有投入均

８４

①

②

③

④

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投入是由成本函数对要素价格的导数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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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始投入而非中间投入时，该指数等于 １。

ＧＶＣＩＤ ＝Ｖ′（Ｉ＋２Ｂ＋３Ｂ
２＋…）Ｘ^－１ ＝Ｖ′ＧＧＸ^－１ ＝ ｉ′Ｘ^ＧＸ^－１ ＝ ｉ′Ｌ （９）

其中，Ｖ′、Ｂ分别表示增加值向量、产出系数矩阵①；ｉ′表示加总向量 （１ 的行向量）即同一列上元素
加总。

（二）估计结果

基于公式 （７），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经济体—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总体以及国别回归分析。为了解决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引入因变量的一期滞后项。② 首先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就业进行回归，总体回

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回归结果如表 ７和表 ８所示。
表 ６的前三列表明，以上游度指数 （ＧＶＣＯＵ）衡量的经济体 ／行业参与ＧＶＣ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增加高、中

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但却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体影响是，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ＧＶＣ参与程
度提高 １０％，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将分别增加 ０ ０６％、０ ０３％，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则将减少 ０ ０６％，而且
这些影响均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６的后三列显示，以下游度指数 （ＧＶＣＩＤ）衡量的经济体 ／行业参与
ＧＶＣ程度的提升则导致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减少，但却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对中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ＧＶＣ参与程度提高 １０％，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 ０ ０８％，但低
技能劳动力就业则增加 ０ ２６％，这些影响均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方式将直接影响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这其中的主要机制是，如
果经济体 ／行业的总产出用作中间使用的比重越高，则意味着该经济体 ／行业对其他经济体 ／行业的中间品供给
就越强，同时由于中间品一般含有较多的技术与资本，因此以上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
较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但会减少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如果经济体 ／行业的总投入中的中间投入比
重越高，则意味着该经济体 ／行业对其他经济体 ／行业的中间投入需求就越强，与之形成互补的较低教育水平劳动
力的投入就会增加，因此以下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会增加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

此外，在两类回归方程中，产出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增加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资本租金率的上升不利

于高、中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劳动力工资率的上升有助于增加三种

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跟其滞后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６　 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与不同教育水平就业：总体分析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ｌｏｇＧＶＣＯ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ｌｏｇＧＶＣＩＤ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２）

ｌｏｇ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６）

０ ２０４
（０ ０２１）

ｌｏｇ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ｌｏｇｗ ＨＥ ０ １３５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４
（０ ０３０）

ｌｏｇｗ ＭＥ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６）

９４

①

②

产出系数矩阵 （Ｂ）与投入系数矩阵 （Ａ）的关系是：Ａ＝ Ｘ^ＢＸ^－１，Ｂ＝ Ｘ^－１ＡＸ^。
相关文献 （如 Ｃａｍｅｒｏｎ牞 Ｃｏ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ｖｉｎ Ｔｒｉｖｅｄｉ牞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牶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５）认为，可采
用自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另外，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也可以有效地缓解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而对

参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分工的就业效应的估计是可信的。此外，我们还采用系统 ＧＭＭ估计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
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所有其他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影响可以通过因变量滞后项反映出来；将因变量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

将当前 ＧＶＣ参与程度 ／方式作为前定变量纳入 ＧＭＭ工具变量，从而解决因变量自身与当期 ＧＶＣ之间可能的内生性。回归结果显示，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并不拒绝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检验拒绝二阶自相关假设，这意味着系统 ＧＭＭ 估计是有效的，系统
ＧＭＭ估计结果仍然支持前面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估计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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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ｌｏｇｗ ＬＥ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Ｌ ｌｏｇＥ Ｈ ０ ７８０
（０ ０６５）

０ ７８１
（０ ０６４）

Ｌ ｌｏｇＥ Ｍ ０ ７４１
（０ ０２７）

０ ７３９
（０ ０２６）

Ｌ ｌｏｇＥ Ｌ ０ ６８８
（０ ０２３）

０ ６８９
（０ ０２３）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３０ ０ ５５９ ０ ５８２ ０ ６３１ ０ ５６０ ０ ５８１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５２８２ ５２８３ ５２６２ ５２８２ ５２８３ ５２６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各项回归均控制了年份、行业及国家固

定效应。ｗ ＨＥ、ｗ ＭＥ、ｗ ＬＥ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Ｌ ｌｏｇＥ Ｈ、Ｌ ｌｏｇＥ Ｍ、Ｌ ｌｏｇＥ Ｌ 分别表示高、中、低

三种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滞后一期项。

表 ７和表 ８分别报告了本文重点关注的美国与中国情形。对于美国而言，以上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
程度的提高减少了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具体而言，ＧＶＣ参与程度提高 １０％会导致高、中、低技能劳动力
就业分别减少 ０ ２６％、０ ５４％、０ ７２％。以下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美国低技能劳
动力就业 （即 ＧＶＣ参与程度提高 １０％会导致低技能就业增长 １ ３６％），但对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
响不显著。前面的结构分解表明，美国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呈增加趋势，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这表

明美国主要是以向下游经济体 ／行业提供中间品 （美国总产出中的中间品占比较高）、从上游经济体 ／行业购
买最终品 （美国总投入中的中间投入占比较低）的方式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因此，美国产出规模的扩大必
然有利于增加较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另外，美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率的上升与该类劳动力的就

业增长正相关，资本租金率的上升对各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７　 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与不同教育水平就业：美国情形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ｌｏｇＧＶＣＯ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３６）

ｌｏｇＧＶＣＩＤ
０ ０４２
（０ ３１６）

－０ １２３
（０ ３５３）

０ １３６
（０ ３３２）

ｌｏｇＸ ０ １４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４１
（０ ０６４）

０ ３２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５）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９）

０ ３４５
（０ ０８７）

ｌｏｇ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ｌｏｇｗ Ｈ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ｌｏｇｗ ＭＥ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ｌｏｇｗ ＬＥ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Ｌ ｌｏｇＥ Ｈ ０ ６８１
（０ ０７８）

０ ６７３
（０ ０７５）

Ｌ ｌｏｇＥ Ｍ ０ ８４２
（０ ０７３）

０ ８４９
（０ ０８４）

Ｌ ｌｏｇＥ Ｌ ０ ７０３
（０ ０６５）

０ ７１３
（０ ０６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７８１ ０ ７５５ ０ ８５９ ０ ９７７６ ０ ７４２ ０ ８５３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各项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及行业固定效

应。ｗ ＨＥ、ｗ ＭＥ、ｗ ＬＥ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Ｌ ｌｏｇＥ Ｈ、Ｌ ｌｏｇＥ Ｍ、Ｌ ｌｏｇＥ Ｌ 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

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滞后一期项。

０５



中美两国如何相互影响就业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以上游度指数衡量的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 （即ＧＶＣ
参与程度提高 １０％会导致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分别增长 １ ２２％、０ １１％）。以下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 参与
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三种技能劳动力就业 （即 ＧＶＣ参与程度提高 １０％会导致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分
别增长 ４ ４４％、３ ２５％、１ ９７％）。而结构分解表明，中国在总体就业增加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增长
得更多。这主要是由中国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方式决定的，即中国主要是以从上游经济体 ／行业购买中间品
（中国总投入中的中间投入占比较高）、向下游经济体 ／行业提供中间品和最终品 （中国总产出中的中间使用

与最终使用占比都较高）的方式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出规模的扩大必然相对有利于
增加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中国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率的上升与这两种劳动力的就业增长正相关，

但中技能劳动力工资率的上升对该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资本租金率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低技

能劳动力的就业，但对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资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较强的替

代关系。

表 ８　 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与不同教育水平就业：中国情形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高技能

（１）
中技能

（２）
低技能

（３）

ｌｏｇＧＶＣＯＵ
０ １２２
（０ １８８）

－０ ０７５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５）

ｌｏｇＧＶＣＩＤ
０ ４４４
（０ ２９２）

０ ３２５
（０ １７６）

０ １９７
（０ ０９９）

ｌｏｇＸ －０ ３４２
（０ ３２９）

０ ０９８
（０ ３２３）

０ ３０３
（０ ４９２）

－０ ３０８
（０ ３３０）

０ １１０
（０ ３１１）

０ ３１１
（０ ４８８）

ｌｏｇ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７）

ｌｏｇｗ ＨＥ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８）

ｌｏｇｗ ＭＥ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３）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５）

ｌｏｇｗ ＬＥ ０ ４６４
（０ １０８）

０ ４６８
（０ ０９８）

Ｌ ｌｏｇＥ Ｈ ０ ３２２
（０ ０８８）

０ ３３５
（０ ０７６）

Ｌ ｌｏｇＥ Ｍ ０ ３８７
（０ １４２）

０ ３５８
（０ １２２）

Ｌ ｌｏｇＥ Ｌ ０ ８０９
（０ ０７６）

０ ７９０
（０ １９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７６９ ０ ３５１ ０ ８４５ ０ ７８８ ０ ３３０ ０ ８４９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Ｎ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各项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及行业固定效

应。ｗ ＨＥ、ｗ ＭＥ、ｗ ＬＥ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Ｌ ｌｏｇＥ Ｈ、Ｌ ｌｏｇＥ Ｍ、Ｌ ｌｏｇＥ Ｌ 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

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滞后一期项。

六、结论与启示

迄今为止，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发动的大规模贸易战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这不仅会给其他

国家的就业与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也必然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进而导致美国的就业减少与经济下滑，

因为各国之间存在紧密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网络关联关系。

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在就业方面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就

业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变化的贡献，美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分工变化的贡献。无论是技术—

分工变化还是最终需求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要决定因素均是各自国内因素而非国外因素。在技术—分工变

动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方向相反；在最终需求变动方面，中美两国对彼

此就业的贡献都是正面的。综合来看，中美两国对彼此就业的贡献基本是正面的，但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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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劳动力特征和行业的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中美两国参与 ＧＶＣ 网络分工影响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机制。结果表
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参与 ＧＶＣ网络分工的方式与程度显著影响不同特征劳动力的就业。具体
说，以上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较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就业，以下游度指数衡量的
ＧＶＣ参与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较低教育水平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这就在国际分工机制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
在高、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却趋于下降，而中国则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高、

中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更大幅度增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升级趋势研究”

（２４＆ＺＤ０５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价值链网络演进与中国创新增长：理论机制、实证及政策研究”

（７２２７３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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